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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讲坛 
 

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 
 

演讲人   张西平  
 

  演讲人简介： 
  张西平先生致力于西方汉学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担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

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

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等职务，为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 
  编者按： 
  近年来，澳门以其中西文化融合特色散发出独特魅力，而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澳门就在

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不可代替的角色，是“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通道，有丰

厚的文化积累。尤其是在全球化史的视角下，澳门更加大放异彩。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精

彩的人物足迹…… 
  精彩阅读： 
  在一些人看来澳门这个地不足 30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50 万人的弹丸之地在浩瀚的中国历史

长河中不足一谈，而实际上，一旦将澳门放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它就会大方异彩。 
  西学东渐，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尤其是晚明到清中期的西学东渐，尽管中西文化之间

也有冲突、争执，但文化之间的相识、相遇、理解和学习仍是主流，这和晚清时的中西文化交流

有显著的不同。 
  白银资本的中转站 
  全球化史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这样的史学观在于“说明人类同属一种，经历同一历史，

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其方法，是综合考察人类文化多样性与运作机制的统一性，说明文明、民族

或国家等不同形态的人类组织在全球这一‘动态交往网络’中的互动关系；其本质，是继承西方

史学以‘模式’框架解释世界历史的传统，用‘互动模式’取代‘主导——传播模式’”（刘新城）。

由此，“互动”成为理解全球化史的关键，这样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史逐渐成为史学关注

的热点，同样传教史也开始以新的视角加以解释，而全球生态史，跨文化交流史自然引起人们的

兴趣，同时，地方史也开始在全球化史背景下展开，被称为“地方史全球化”。 
  一旦确立了全球化史的研究视角，我们会发现澳门在全球化史研究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澳门位于我国大陆东南部沿海，东隔伶仃洋与香港相望，西与广东省珠海市的湾仔镇一衣带水。

在一些人看来澳门这个地不足 30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50 万人的弹丸之地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

中不足一谈，而实际上，一旦将澳门放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它就会大方异彩。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 年葡萄牙人打

通了从西非海岸进入印度洋的道路。当葡萄牙人在澳门站稳了脚跟，西班牙人从太平洋到吕宋岛

开始和中国展开贸易，伊比里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南海相遇，全球化合围，澳门成为初

期全球化的聚焦点。 
  中国在 1750 年以前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交通系统和农业社会时期最好的商品，这就是丝绸、

茶叶和瓷器。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 15 世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它拥有

可能超过 1 亿人口、生产能力巨大的农业部门、庞大而且复杂的贸易网络、有在生产手段和产品

质量上几乎每一方面都超过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手工业”。中国从明代开始已经使用白银作为金

属货币，它将丝绸、茶叶和瓷器卖给欧洲，然后从欧洲换回白银。由于当时中国的银价同世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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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相比较高，因此，在全球的贸易中加速了白银向中国的流通。中国经济史家全汉昇在论述

美洲的白银流向中国时指出：“从 1592 年到 17 世纪初，在广州用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价是 1∶5.5
到 1∶7，而西班牙的兑换比价是 1∶12.5 到 1∶14。由此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银价的两倍。”

因此，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把黄金—白银—铜之间的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

世界范围进行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说的：

“自发现美洲以来，其银矿出产物市场就在逐步扩大，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东印度是美

洲银矿的另一市场。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贵金属的价值比欧

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一直极为有利，现今仍

极为有利。” 
  据经济学家的估计，从 1500-1800 年间当时世界生产了约 3.8 万吨白银，流入中国的大约有

7000～1 万吨，占据了世界白银产量的 1/5 到 1/4，“从 16-18 世纪，来自新大陆 3/4 的白银全部流

入中国，这一方面是中国高质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出口商品的功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对白

银的大量需求有关，这里的白银价格占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的 2 倍。”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

白银围绕世界运转，并促使世界运转。此时，按照美国经济史专家贡当·弗兰克的看法，中国是

当时全球经济的主车轮，而欧洲人不过是挤上这辆车，买了个三等位。在白银资本的世界经济中，

澳门成为连接世界经济的桥梁。 
  西学东渐的策源地 
  明清时期，从澳门出发进入中国内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经过十余年的摸索，找

到了一条“合儒易佛”的“适应文化”路线，科技传教、文化传教、刊书传教成为传教士们的主

要方法，由此，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的大幕。 
  从历法来看，《崇祯历书》到顺治时已经换成《西洋历法》，王朝的历局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天

文学的方法。哥白尼学说在中国传播，《崇祯历书》已把哥白尼列为四大天文学家之一，并给予

了较高的评价。此外，书中还大量运用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材料，中国天文学史专家席泽

宗先生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说明。另外，汤若望等人在《崇祯历书》中还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

天文学理论，没有直接采用哥白尼的理论，这里有一个观察的准确性问题。对于耶稣会士来说，

观察和计算的准确性是首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中国皇帝和士大夫的信任，天主教在中国的传

播才有可能。 
  对大航海后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介绍是入华传教士们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它首先表现在绘

图上，接着是详细介绍地理学知识。这在当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同时，传教士们也开始在西方绘制和出版中国的地图，从而给欧洲拉开了中国神秘的面

纱。 
  利玛窦在肇庆时，凡到他的房间去的文人们最喜欢的东西之一就是挂在墙上那幅《山海舆地

全图》。利玛窦在日记中记载，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这幅地图时，简直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

为好。因为几千年来的“夷夏之分”使中国人认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国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

方都是蛮荒之地；中国历来地处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中心。现在这幅地图上竟然在中国之外仍

有那么多的文明国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竟不处在中心地位，与整个世界相比，泱

泱大国的中国竟如此之小。利玛窦看出了这种冲击，为了使中国人更好接受，他重新绘制了这幅

地图，只是这次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心的位置，使中国人心理上舒服些，满足了“华夏中心”的

想法，反正地球是圆的，狡猾的利玛窦这样画也倒没有违反什么原则。目前尚不能肯定利玛窦所

绘制的地图的原本是哪本书，大多数学者认为很可能是 1570 年出版的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

这本书现在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 
  一时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文人的热门话题，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先生的

考察，短短的时间里此图竟然在全国先后被翻刻了 12 次之多，如 1584 年在肇庆由王泮刻印的《山

海舆地地图》，1595 年在南昌刻印的《世界图志》，1598 年赵可怀、勒石在苏州两度刻印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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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舆地图》，1600 年吴中明在南京刻印的《山海舆地图》，1604 年郭子章在贵州刻印的《山海舆

地全图》，1606 年李应试在北京刻印的《世界地图》等等。 
  那么，利玛窦的这幅“万国全图”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呢？它凭什么得到了上

至皇帝，下到书生们的喜欢呢？或者说为什么会受到另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呢？我想大约有以下两

条： 
  第一，打破了“夷夏之分”的传统观念。“夷夏之分”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看法。春秋时代孔

子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春秋》中主张尊王攘夷；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在《论语》中主张用

夏变夷。这样“夷夏之分”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主要思想之一。先秦儒家通过“吾闻用夏变夷者，

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确立了华夏文化“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论语·季氏》）的自信心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的优越

感。宋代理学家石介《中国论》说得最为明白，“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

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这种文化自信心和优越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们

天下观的支撑点。而在利玛窦的地图面前，文人们突然发现华夏并不等于天下，中国之外也并非

都是蛮夷之地，遥远的欧罗巴文明程度几乎和中华文明一样灿烂，那里“工皆精巧，天文性理无

不通晓，俗敦实，重五伦，物汇甚盛，君臣康富，四时与外国相同，客商游遍天下。”这样，几

千年的“夷夏之分”瞬间突然倒塌，这种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利玛窦地图所介绍的这种文化观念始终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那些坚决反对传教士的

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乃利玛窦何物？直外国一狡夷耳！”当然，拥护、赞同利玛窦地图的

人也不少。刻印利玛窦地图的郭子章有句话很典型，他在自己所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的序言

中说：“利氏之图说”是“中国千古以来未闻之说者”。文人学子们在接受利玛窦的世界观念的同

时，实际上开始逐渐地走出了华夏中心的老观念。一幅地图，是一个新的世界观；一幅地图，是

一个新的文化观。 
  第二，它打破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地圆说的并不是利玛窦，而是道明

会的传教士高母羡,他写了一篇《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的文章，明确提出地圆说，只是这篇文

章在中国并无流传，1952 年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里被发现。而利玛窦的地图是广为流传的，实际

上中国文人所知的地圆学说就是从利玛窦这里听到的。利玛窦说：“地与海本是圆，而合为一球，

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清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坤

舆万国全图》禹贡学会 1933 年本）文人们见到这样的文字感触很深，对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一

直抱有热情的杨廷筠说：“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

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职方外记序》）利玛窦可谓“独创新说的千古伟人”。对绝大

多数的文人来说地圆之说前所未闻，所以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

西来，而始知之。”利玛窦自己也说，他对中国整个思想界感到震惊，因为几百年来，他们才第

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地球是圆的。 
  与此同时，西方的数学、艺术、绘画、语言开始像涓涓的溪流进入到中国的知识系统中。在

利玛窦赠给程大约的四幅宗教画中，文人看到了拉丁文的字体。对西洋绘画的传播，贡献最大，

并在中国画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当属郎世宁和王致诚、马国贤等人为代表的宫廷画师。郎世宁所画

的《平安春信图》、《哈萨克贡马图》，以及他为南堂所画的壁画，都充分反映了他的西洋画技法，

如《画赵渠笈》中所说，“世宁之画本西法而能以中法参之”。他们所代表的西洋画师对中国画坛

产生了影响，如康熙年间的画家焦秉贞，他所画的作品其“位置之自远而近，由大及小，不夹毫

毛，盖西洋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画家像焦秉贞那样，参用西法，“而产生了糅合中西画

法的新画派”。 
  清初“历狱案”中，杨光先告状后，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利类思等传教士被打入死牢，

发生了中西历法之争。年幼的康熙皇帝在处理这个案件时，不仅表现出来高度的政治智慧，并以

此案为契机，将鳌拜集团粉碎；而且，这场天文历法之争引起了他对西洋科学的兴趣，西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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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文化在康熙年间的中国得到大规模传播。乾隆皇帝继承康熙的遗风，对西洋传教士一直十

分钟爱，宫中西洋风势头不减，画西洋画，建圆明园大水法，造西洋表，西方文化在娱乐的形式

中延续、传播和发展。 
  同时，天主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基本在中国扎下了根，尽管雍乾百年禁教，但作为一种外

来宗教他已经开始融入中国社会。 
  西学东渐，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尤其是晚明到清中期的西学东渐，尽管中西文化之间

也有冲突、争执，但文化之间的相识、相遇、理解和学习仍是主流，这和晚清时的中西文化交流

有显著的不同。1840 年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枢桥梁日益转向香港，但澳门在 1500-1800 这 300 年

中所积累的西学东渐知识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奠基了基础，同时，提供了比 1800-1949 年间的

西学东渐更为珍贵的历史经验。 
  中学西传的桥梁 
  谈到澳门的作用时，大多数学者都将目光集中在西学东渐上，而实际上，澳门在中国文化西

传上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它在西学东渐上的作用小，甚至还要大。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谈到基督教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时说，这些传教士站在中西文化

的双行线上，一方面他们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个

评价是很恰当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在一个世界范围内讨论着中国文

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从文人到皇帝思考和讨论着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而在西方从思想家

到帝王讨论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这场世界范围内的中西文化的大讨论首先是从传教士对

中国的典籍翻译开始的。 
  第一个来到澳门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中国的典籍翻译成拉丁文。而长期在澳门生活

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国志》中介绍了儒家，他认为孔子作为一个四处奔走的教育

家和哲学家，总希望各国君主采纳他的哲学，尽管屡遭挫折，但不屈不挠。曾德昭对孔子这种人

格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孔夫子这位伟人受到中国人的崇敬，他撰写的书及他身后留下的格

言教导，也极受重视，以致人们不仅尊他为圣人，同时也把他当先师和博士，他的话被视为是神

谕圣言，而且在全国所有城镇修建了纪念他的庙宇，人们定期在那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以表示对他

的尊崇。考试的那一年，有一项主要的典礼是：所有生员都要一同去礼敬他，宣称他是他们的先

师。” 
  曾德昭认为，孔子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了《五经》。对于《四书》，他认为《四书》是在强调一

个圣人政府应建立在家庭和个人的道德之上。他说：“这九部书是全中国人都要学习的自然和道

德哲学，而且学位考试时要从这些书中抽出供学生阅读或撰写文章的题目。”从澳门返回欧洲的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欧洲出版了《中国新地图志》、《中国上古史》、《鞑靼战记》，更为详细地

介绍了中国的情况。 
  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从澳门回到欧洲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本书实际上是

传教士们的集体之作，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也看到了这本书。对于中

国这个遥远的国度，莱布尼茨始终抱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他没有传教士们那种“欧洲中心主义”，

基督教文化至高无上的观点，他在《中国近事》中说：“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教授我们感兴趣的

东西——实用哲学之道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其他艺术……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

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也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

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伏尔泰读到了这

本书后，儒家思想成为其思想的武器，他展开与中世纪神学的斗争，由此拉开了欧洲近代思想变

革之幕。与此同时，在欧洲形成的 18 世纪中国热是从澳门出发返回欧洲的传教士们所催生出来

的社会文化思潮。 
  从澳门传回欧洲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东方学中终于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汉学。雷慕萨成

为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与传教士相比，他的研究指向是很清楚的：作为学术的汉学，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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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教的汉学。耶稣会的传教路线是“合儒易佛”，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上重点是儒家，因此，

对儒家学说的翻译成为一代又一代耶稣会士的汉学家们的重点任务。到雷慕萨时，他研究的重点

再不是儒学，他的博士论文写的中国医学，他的成名作是《法显〈佛国记〉的译注》，这是过去

在华的耶稣会士的汉学家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这本译著实际上开辟了以后法国汉学的一个重要的

研究方向：对佛教的研究。 
  此外，雷慕萨在研究的情趣上更为世俗化，除了中国重大的历史和政治外，对中国世俗性的

生活介绍也成为他的研究内容。例如，他翻译的《玉娇梨法文翻译》、《法译中国短篇小说集》，《玉

娇梨》是当时的市井流行小说。当然，这个分析只是初步根据雷慕萨的书目著作表来判断的，未

必完全准确，但从他的研究书目中还是可以看出这些最基本的特点的。雷慕萨是中国学术界应该

记住的名字，正是从他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正式展开，汉学研究进入西方的教育

研究体制之中。今年是西方专业汉学诞生 200 周年，值此，整个西方汉学界应该感谢澳门，这里

才是西方汉学的真正起点。 


